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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研究在考察高铁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过程中，忽视了高铁对区域

经济差距的影响，也缺乏对高铁开通背景下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现象的关注。 在对当前

中国高铁开通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要素流动

的视角，详细阐述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理，并以是否开通高铁作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的数据，对高铁开通与区域经济差

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研究发现，考察期内，高铁开通能够通过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差

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高铁开通能够拉大区域经济差距，产生极化效应。 高铁开通

显著扩大了省会城市的经济差距，但是对非省会城市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 高铁开通

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高铁开通的极化效应在整体上呈现出先递

增再递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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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以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为代表的高速铁路对传统的地

域空间距离发起了挑战，其通过对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和经济成本进行再次压缩（Ｙｉｎ 等，２０１５），
重塑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这也成为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但是，以往研究在考

察高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忽视了高铁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高

铁开通背景下劳动力等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的现象，本文将对此做重点关注。
事实上，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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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ａｒｎｅｔ，１９９８；Ｃａｎｔｏｓ 等，２００５；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１；张光南等，２０１１）。 相对于传统

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说，高铁不仅能够优化区域原有的交通网络，缩小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

（Ｖｉｃｋｅｒｍａｎ 和 Ｕｌｉｅｄ，２００６），其所具有的载客量大、速度快、准点率高、安全性好的优势（杜兴强、彭
妙薇，２０１７），更加能够满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需求，这对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

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重塑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高铁开通为劳动力

等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和途径，在“用脚投票”机制的作用下，这些要素会迅速向中

心区域进行流动，引发“极化效应”，这可能会拉大其与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高铁

的开通还会进一步密切外围区域与中心区域的联系，增进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的学习，特别是高

铁所承载的要素往往具有高知识密集型的特征，这也将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外围区域

的经济增长，引发“扩散效应”，并缩小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那么，高铁开通影响

区域经济差距的内在机制究竟如何？ 其是否能够通过促进要素流动而对区域经济差距产生显著

的影响呢？ 高铁开通所引发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否存在某种时间窗口特征呢？ 关于这

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对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就高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学者们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但是，高铁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究竟如何，以往研究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 其中，Ｋｉｍ（２０００）认为高铁通

过对可达性的改变影响了居民的居住区位和工作方式，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Ａｈｌｆｅｌｄｔ 和
Ｆｅｄ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０）对欧洲的研究、Ｊｉａ 等（２０１７）对中国的研究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我国学者

董艳梅、朱英明（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高铁城市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间接负效应小

于直接正效应，因而高铁建设显著促进了就业、工资和城市经济的增长。 王雨飞、倪鹏飞（２０１６）进
一步考察了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后，中国区域间经济

增长的溢出效应明显提高，即增长效应明显提高，且高铁开通改变了区域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

结构和层级结构，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 张俊（２０１７）基于县级地方政府的研究也发现

高铁开通能够促进县级市的经济增长。 然而，王垚、年猛（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经济整体

进入放缓通道的背景下，高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显著的。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高铁与区域经

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如 Ｌｉ 等（２０１６）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样本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所带来

的更加频繁和快速的流动性显著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张克中、陶东杰（２０１６）也认为高铁

具有“虹吸效应”，即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沿途非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且离中心城市越近，
其负面影响越大。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高铁开通与地

方政府财政（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和 Ｊｉｍéｎｅｚ，２０１４；庄序莹、侯敬雯，２０１２）、高铁开通与服务业集聚（Ｓ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７）、高铁开通与风险投资（龙玉等，２０１７）、高铁开通与企业 ＩＰＯ（黄张凯等，２０１６）等方面的关

系，这为我们考察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启示。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以往研究在考察高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忽视了高铁对

区域经济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也缺乏对高铁开通后所引发的要素流动现象展开深入探讨，这势

必将不利于全面考察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利于相关区域政策的科学制定。 因

此，本文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考察了高铁开通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 在详细阐述高铁开

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的数据，以是否开

通高铁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ＰＳＭ⁃ＤＩＤ），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区

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了高铁开通

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内在机制，相对于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说，高铁的独特优势更加满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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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需求，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高铁影响区域

经济增长及其差距的具体路径；第二，本文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角度系统性地分析了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机理，这也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认识高铁对区域经济差距的

影响效应；第三，由于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

间差异，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时间差异，以此分析高铁开通对区

域经济差距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这可能为科学评估高铁的经济效益提供有益启示。

二、 经验事实与影响机理分析

（一）高铁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开通运营高铁的省区和城市数量也在不断

增长，开通高铁的地级市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９ 个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６ 个。 高铁开通优化了区域经济增

长的环境，促进了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了区域之间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的交流，产生知识

溢出，从而直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当然，高铁开通所带来的要素流动也可能会对区域经济

差距产生重要影响，这里，我们采用开通高铁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的均值减去未开通高铁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均值，以此衡量开通和未开通高铁城市之间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图 １ 对其结果进行了报告。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分地区开通和未开通高铁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

由图 １ 可知，无论是全国范围的研究样本，还是分地区的结果均可看出，开通高铁城市和未开

通高铁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存在显著差异。 就分地区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开通和未开通高铁城市之

间的人均 ＧＤＰ 差距最高，且该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差距要高于全国水平。 中部地区开通和未开通高

铁城市之间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相对较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整体上未出现明显的上升和下降

趋势。 最后，西部地区开通和未开通高铁城市之间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小于 ０，即未开通高铁城市的

人均 ＧＤＰ 水平要高于开通高铁城市，这可能与当前中国所实施的“交通扶贫”政策有关（张光南

等，２０１１）。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铁路建设方面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依托铁路和高铁建

设向贫困地区输送资本。
（二）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内在机理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区域经济活动是从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进

行集聚，还是由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进行扩散，主要取决于市场范围、区域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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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 而作为影响交通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降低

要素流动的运输成本，从而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或扩散（张克中、陶东杰，２０１６）。 具体地，交
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可能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进一

步便利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区域的流动，导致外围区域优质要素的流失，从而抑制了外围区

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心和外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第二，交通基础设施也具有正向的外部

性，即交通基础设施所引发的要素流动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的溢出，带动外围区

域的经济增长，这也可能会缩小中心和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而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铁所具有的载客量大、速度快、准点率高、安全性好的优势不仅优化了区域交通网

络，产生“时空压缩”效应，还极大地促进了区域之间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这势必将进一步催化交

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高铁开通所引发的要素流动可能会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引发极化效应。 正

如前文所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集聚的功能，其能够将外围区域的生产要

素集聚到中心区域，从而引发经济活动在中心区域的集聚现象，产生极化效应。 由于生产要素具

有“趋优性”的特征，其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它们根据价格、
供求、竞争等市场信号由边际产出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地区，以追求更高的报酬率。
因此，在“用脚投票”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会由那些边际报酬较低、经济增长环境较差的外围区

域流向边际报酬更高、经济增长环境更好的中心区域。 就高铁开通来说，高铁开通后，外围区域与

中心区域之间的通达性快速提升，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和紧密，这更有利于促进各类生产要

素在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流动，也势必会进一步加快优质生产要素由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

进行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区域的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经济增长环境持续优化，进入“集聚—
优化—再集聚”的良性循环，而外围区域的要素不断流失，其经济增长环境和经济发展动力也不断

恶化，并陷入“流失—恶化—再流失”的恶性循环。 因此，高铁开通后，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的经济

增长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并产生“极化效应”，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区域

之间的经济差距。
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要素流动也可能会产生扩散效应，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交

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进一步加快区域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这也可能会产生扩散效应。 从世界

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外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不仅能

够直接提升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降低区域内部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更为重要的

是，交通基础建设能够进一步连接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提高二者的通达性，通过要素在中心区域

和外围区域之间的流动，以获取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溢出，提升外围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缩

小其与中心区域的经济差距。 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也认为，要素流动的逐利性特征会导致其

平均收益的均等化，最终会产生区域经济增长在长期中的趋同或者收敛。 高铁开通后，中心区域

和外围区域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有利于为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渠道。 特别是高

铁的速度快、准点率高的优势更加满足那些对于时间高度敏感、对于价格低敏感的高级人才群体

的需求，这也说明高铁本身所携带的旅客群体具有高技术密集型的特征。 因此，高铁开通使得中

心区域和外围区域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知识、信息、技术的交流，传播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发

“知识溢出”，这有利于外围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能够为经济

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从而提高了外围区域的经济增长后劲，实现对中心区域的赶超，并
缩小与中心区域的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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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铁开通在影响区域经济差距过程中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效

应。 一般来说，在高铁开通的初期，其所产生的运输费用降低作用能够迅速提升要素资源流动的

边际倾向，提高要素资源流动的频率，这可能将快速增加生产要素向中心区域进行流动的规模和

速度，而外围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失情况也会持续恶化，从而产生极化效应以及扩大区域经济增长

差距。 然而，在此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在中心区域的不断集中，其边际产出和边际报酬均可能会

出现递减的趋势，这势必将降低要素向中心区域流动的积极性；而外围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

完善，其与中心区域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规模也进一步增加，这将迅速提升中心

区域向外围区域的知识溢出，促进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并缩小其与中心区域经济

增长的差距。
综上所述，高铁开通能够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

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引发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高铁开通后，各类生产要素在“用脚投票”
机制的作用下向中心区域进行集聚，引发“极化效应”，并拉大了区域经济差距；与此同时，高铁所

承载的知识密集型旅客群体能够进一步强化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的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外围区域

的经济增长，产生“扩散效应”，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且这种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也存在一定的

时间效应。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

高铁建设属于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其主要是在国家发改委和铁路总公司等部门的综合

规划下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是否开通高铁的决定力量较小。 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

围绕高铁设站等问题展开了“保路运动”，但是地方政府无法在中央政府未做出高铁建设规划的前

提下决定本地是否开通高铁（张俊，２０１７）。 不仅如此，当前中国纵横交错的高铁网络主要连接的

是少数区域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等），而占城市总数较大比例的非中心城市能否

开通高铁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位于中心城市之间的连接线上，因而沿途地级市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决

定高铁是否从该地级市经过的直接原因（张克中、陶东杰，２０１６），我们可以将高铁开通看作一项

“准自然实验”。 参考董艳梅、朱英明（２０１６）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开通高铁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未
开通高铁的城市作为对照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是否开通高铁对区

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 这主要是因为，在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过程中，其要求样本必须满足“共
同趋势”，避免处理组和对照组在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 （Ｋｈａｎｄｋｅｒ 等，２０１０）。 故

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通过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使得研究样本在考

察期内具有共同的时间趋势，缓解样本选择偏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基
于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进一步降低因遗漏变量问题所导致的

内生性估计偏误。 具体方法为通过选取若干特征变量 ｘ，并构建一个如式（１）所示的二元选择

模型：

ｐｉ（ｘ） ＝ Ｐｒ（ｄｉ ＝ １ ｜ ｘｉ） ＝ ｆ［ｈ（ｘｉ）］ （１）

其中，ｄ 代表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组 ＝ １，对照组 ＝ ０），ｆ 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函数，ｈ（ｘ）表示第 ｉ 个
地区协变量 ｘ 的线性函数。 参考龙玉等（２０１７）、张俊（２０１７）的方法，本文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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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用的协变量包括地理坡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和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通过评估每一个观察对象进入处理组的概率 ｐ，对每个确定为处理组的地区，
从对照组中匹配出与其最相近的地区作为其对照组。 这一匹配过程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概率 ｐ
值要尽可能接近，且各匹配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衡性原则。 需要指

出的是，由于各城市开通高铁的年份是不一致的，在匹配过程中，我们按照政策发生年份进行逐年匹

配，并按照 １ ∶ ３ 的比例匹配得分最近的城市来构建对照组。 不仅如此，本文选取各协变量滞后 １ 期的

数据进行匹配，以此避免协变量受到政策的影响而错误估计政策的效果。 最后，使用 ＰＳＭ 方法找出

处理组和对照组，采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本文所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如式（２）所示：

Ｅｃｏ＿ｇａｐｉｔ ＝ γ１Ｃｉｔｙｉｔ ＋ γ２Ｙｅａｒｉ ＋ γ３Ｃｉｔｙ × Ｙｅａｒｉｔ ＋ β ｊ∑Ｘ ｊｉｔ ＋ εｉｔ （２）

式（２）中，ｉ 表示个体数，ｔ 表示时期数；因变量 Ｅｃｏ＿ｇａｐ 表示区域经济差距；Ｃｉｔｙ 表示城市虚拟

变量（Ｃｉｔｙ ＝ １ 表示 ｔ 年份开通高铁的城市，Ｃｉｔｙ ＝ ０ 表示未开通高铁的城市），γ１ 为其估计系数；
Ｙｅａｒ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Ｙｅａｒ ＝ １ 表示高铁开通之后的年份，Ｙｅａｒ ＝ ０ 表示高铁开通之前的年份），
γ２ 为其估计系数；Ｃｉｔｙ × Ｙｅａｒ 即为处理效应，表示高铁开通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影响差异，即高铁

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Ｘ 表示本文所选取的 ｊ 个控制变量，β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ε 为随

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虽然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开通的京津城际铁路才被国际公认为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 为了观测高铁开通前后区域经济差

距的变化，我们选取 ２００４ 年为研究时期的起点，故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是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对于地级市样本的选取，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本文剔除了考察期内在

地级市层面上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但未剔除地级市内发生县区调整的城市，以及发生撤地

设市的城市。 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三）变量选择

１ 核心解释变量：高铁开通

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选取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

量，包括高铁开通的城市虚拟变量（Ｃｉｔｙ）和时间虚拟变量（Ｙｅａｒ），以及二者的交互项（Ｃｉｔｙ × Ｙｅａｒ）。
事实上，某一地区开通高铁可能是指这一地区有高铁经过或有高铁停靠，即包含“经”和“停”两种

状态，我们认为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该地区发生实实在在的人或物的流动，因而

本文更关注于“停”，我们所识别的是否开通高铁的依据是该地级市是否具有高铁站（包含停靠高

铁列车的普通车站等）。 不仅如此，在实际处理过程中，由于部分地级市开通了多条高铁，我们以

较早的年份作为该城市开通高铁的日期；且部分高铁线路的开通是在年末，我们对其所经地级市

的高铁开通年份进行了滞后一年处理。
２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主要表示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

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导致区域之间在经济增长方面产生非同步性。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经济增长

率的离差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差距，记为 Ｅｃｏ＿ｇａｐ，其具体的测算方法为：通过对各年度开通和未

开通高铁的城市进行划分，并分别测算各年度开通高铁城市经济增长率的离差和未开通高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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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率的离差，其中，离差 ＝该年度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观测值 － 该年度所有地区经济增

长率的平均值。 这一方法的依据在于：由于本文采用的是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来估计高铁开通对区域经

济差距的影响，如果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开通高铁城市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要高于未开通高铁城市

的经济增长率离差，其内在的指示意义说明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城市之间的

经济差距在高铁开通后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关于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我们主要选择各地区人均生

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同比增长率。
３ 要素流动

目前中国高铁的主要功能为旅客输送，而高铁开通后最直观的影响即为促进了劳动力在区域

之间的流动，故本文研究中的要素流动主要为劳动力要素流动。 白俊红等（２０１７）采用引力模型对

要素的流动进行测算和衡量，这一方法能够较好地观测区域之间的空间交互关系，也能够对各地

区影响要素流动的内在机制进行识别，本文也将借鉴这一方法来衡量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 目前

影响中国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因素主要是工资和房价（安虎森等，２０１１），我们将选取这两个因素作

为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吸引力变量。 本文所构建的引力模型可以表示为：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ｉｊ ＝ ｌｎＬａｂｏｒｉ × ｌｎ（ｗ ｊ － ｗ ｉ） × ｌｎ（ｈｐ ｊ － ｈｐｉ） × Ｄ －２
ｉｊ （３）

式（３）中，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ｉｊ表示从 ｉ 地区流动到 ｊ 地区的劳动力数量，Ｌａｂｏｒｉ 表示 ｉ 地区的劳动力数

量；ｗ 表示相应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ｈｐ 表示该地区的房价水平，我们采用的是

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对其进行衡量。 Ｄ 表示各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本文基于各地区经纬度数据测

算得出。 故 ｉ 地区在某一年度内劳动力流动量可以表示为：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ｉ ＝ ∑ ｎ

ｊ ＝ １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ｉｊ （４）

４ 协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过程中所选取的可能影响是否开通高铁的协变量主要包括地理坡

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和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 其

中，地理坡度（Ｇｅｏ）主要基于中国 ９０ 米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并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获得。 对于

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本文选取了中国各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其衡量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去

价格化处理。 就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ｎ）来说，本文选取的是各地级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采用当年

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将其核算为人民币单位，并对其进行去价格化处理。 本文采用年末户籍

人口数量来衡量地区的人口规模（Ｐｏｐ）。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ａｎ）的衡量指标是各地区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占辖区面积的比例。 公路里程（Ｒｏａｄ）选取的是各地级市公路里程。 我们采用地区政府预算

内一般财政支出总额来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Ｆｉｓｃａｌ）进行衡量。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变量：劳动力（Ｌａｂｏｒ），本文采用各地级市年

末人口数作为衡量劳动力的替代指标。 资本（Ｃａｐｉｔａｌ），考虑到一个地区资本的主要形成来源，本
文选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其衡量指标，并采用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的

各省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该省区内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去价格化处理。 基

础设施建设（Ｆａｃｉｌｉｔｙ）依然选取的是各地级市公路里程长度，而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ｎ）的衡量指标也

与前文的协变量一致。 技术进步（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本文选取考察期内各地级市的专利申请授权数作

为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 表 １ 报告了以上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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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Ｅｃｏ＿ｇａｐ 万元 ３１５７ ２ ０８５ ２ ３０３ ２９ ４７７ ０ ００７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万人 ３１５７ ３７ ８８４ ２１ ６０２ １９６ ０００ １２ ５５５

Ｇｅｏ — ３１５７ ２ １５４ １ ７８５ １０ ４６０ ０ ０１７

ＧＤＰ 万元 ３１５７ １３６２８８９０ ０３４ １６７０７９９２ １５３ １６７０６８７１９ ０００ ２９８６００ ０００

Ｏｐｅｎ 万元 ３１５７ ３６３１５３ ９２９ ７６００１９ ２０５ ８６０２７０２ ６８８ ３０ ４１６

Ｐｏｐ 万人 ３１５７ ４１２ ６６７ ２４４ ８３２ １２３８ ５００ １７ ６１０

Ｕｒｂａｎ — ３１５７ ８ ５９５ ９ ８４０ ９７ １８０ ０ ０２０

Ｒｏａｄ 公里 ３１５７ １１５７５ ８７６ １８８６３ ３２４ ９１７２３９ ０００ ５６３ ０００

Ｆｉｓｃａｌ 万元 ３１５７ １８０１４５７ ６８２ １８２７２７９ ８５３ ２１６６１４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５８９ ０００

Ｌａｂｏｒ 万人 ３１５７ ４１２ ６６７ ２４４ ８３２ １２３８ ５００ １７ ６１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万元 ３１５７ ８０８６４４７ ７９６ ８７１４５２１ ５８９ ６３２２９７９８ ６８２ ２１３９００ ０００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公里 ３１５７ １１５７５ ８７６ １８８６３ ３２４ ９１７２３９ ０００ ５６３ ００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件 ３１５７ ２４８６ ６７７ ７４１１ １７６ １２８２９８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注：以上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四、 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为了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准确性，需要检验协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平行趋势检验。 在条件外生假设下，要求所有协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

之间是平行的，其分布也没有系统性差异。 表 ２ 汇报了基于不同政策年份的倾向得分匹配后各协

变量的平行检验结果。

　 　 表 ２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Ｇｅｏ － １ ７２ １ １７ ２ １８ － １ ２２ － ０ ８６ ０ １０∗ ３ １９∗

ＧＤＰ ０ ７９ － ０ ２９ ０ ２０ １ １８ ０ １６ － ０ ４７ － １ ２１

Ｐｏｐ － ０ ２５ １ ２２ － ０ ５０ － ０ ２７ ０ ５１ － ０ ０９ ０ ７８∗

Ｕｒｂａｎ １ ７４ － ０ ２９ ０ ６５ －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１ ７６ － ０ ６４

Ｒｏａｄ ０ ０８ １ １０∗ ０ １３ － ０ ４７ ０ ２９ － ０ １２ ０ ６３

Ｆｉｓｃａｌ １ ０３ １ ６２ ０ １５ ０ ９２ ０ １９ － ０ ８５ － ０ ４９

Ｏｐｅｎ ０ ６４ ０ １３ ０ ６０ １ １２ ０ １０ － ０ １２ － １ ６９

　 　 注：（１）各协变量中的数值为 ｔ 统计量；（２）∗∗∗、∗∗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 ２ 可知，在倾向得分匹配之后，ｔ 检验结果无法拒绝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无系统性差异的

原假设，这说明了在进行得分倾向匹配之后，各区域之间在协变量方面非常接近，样本选择性偏差

进一步降低。 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各协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较好的平行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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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特征趋于一致，符合可比性的要求。
（二）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１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软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结果对式（２）所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

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我们采用模型（１）报告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

影响效应；模型（２）基于全国所有地级市样本的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

（３） ～ （５）则分别为基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

　 　 表 ３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Ｄ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９）
０ １５０∗

（０ ０７９）
０ １２５∗∗∗

（０ ０３６）
０ １８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６７

（０ １９４）

Ｌａｂｏｒ
０ １５５∗∗

（０ ０７３）
０ ２６４∗∗∗

（０ ０８４）
０ １２４∗∗

（０ ０６１）
０ ３８８∗∗∗

（０ １４４）
０ ７９１∗∗∗

（０ １９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６３７∗∗∗

（０ ０４１）
０ １８８∗∗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５７６∗∗∗

（０ １５７）
０ ０８７

（０ １８７）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０）

０ １９５∗∗

（０ ０７６）
０ １２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５８∗∗∗

（０ ０５７）
０ ４７３∗∗∗

（０ １４３）

Ｏｐｅｎ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８）
０ １９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５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６２）
０ １１０∗

（０ ０６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７４ ０ ２９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２６

　 　 注：各变量中括号上方数值表示其估计系数，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由表 ３ 中的模型（１）可知，考察期内，开通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

的，即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这与王垚、
年猛（２０１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但是从模型（２）可知，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即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会越来越大。 高铁

开通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区域和周边区域之间的联系，便利了各种要素和货物的流动，中心区域依

托于其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其能够吸引外围地区的优质要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

增长；而对于周边区域来说，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差，而高铁的开通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其

要素的流失，这又将再次恶化其经济增长环境，进而使得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陷入一种“马太陷

阱”，因而高铁开通拉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分地区估计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一

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结果均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地区开通高铁的时期

较短，高铁开通的线路长度较短，密度也较小，其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尚未完全显现；
另一方面，就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来说，广大中西部地区为要素流失的重要区域，高铁开

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要素资源往东部地区的流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流动的现象相对较

少，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在高铁开通后，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明显。
模型（２） ～ （５）所示的其他控制变量中，全国范围样本的结果显示，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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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劳动力规模越大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从而能够拉大其与其他地

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分地区研究结果与全国一致。 本文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本水平对区域

经济差距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大规模的资本存量有利于拉开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

差距。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一致，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是不显著的。 就基础设

施建设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能够为区

域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和保障，从而提升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速度，进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差距的

扩大。 分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一致。 就对外开放水平来说，全国范围样本的结果显示，对外开

放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资的进入不仅能够提高本地区的资本存量水平，还有

利于带来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从而拉大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差距。 分地区的结果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一致，而由于

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无法对区域经济差距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无论是全国范围

的研究样本，还是分地区的估计结果均显示，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在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能够避免

传统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还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影响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后劲。
２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检验

本文还将从要素流动的视角考察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 参考 Ｑｉｎ
（２０１４）、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等学者在考察铁路（高铁）或者公路影响经济增长机

制过程中的识别策略，我们在模型（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要素流动（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变量，以此观

测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机制。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其中，模型（６）表示基于全国所

有地级市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７） ～ （９）则分别为基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

的估计结果。
由表 ４ 所示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可知，就模型（６）中全国范围的样本来说，加入劳动力要素流

动变量（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后，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估计系数（ＤＩＤ）已经不再显著，且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高铁开通能够显

著促进劳动力等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从而引发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

看，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一致，即要素流动也是东部地区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主

要机制；然而，加入要素流动指标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依

然不显著，且要素流动指标也是不显著的，这说明要素流动并未成为这些地区高铁开通影响区域

经济差距的主要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高铁开通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会更多地流

向东部地区，从而对这些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３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城市异质性

对于不同的城市来说，高铁开通的影响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就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

来说，省级地方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通常作为省级地方政府的核心，省会城市更是在区

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其往往占据了本省内绝大多数的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 因

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高铁开通对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差异，以此考察高铁开

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城市异质性。 我们仍然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模型（１０）、（１１）表示以省会城市为样本，分别以经济增长绝对水平、区域经济差距

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１２）则为考虑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模型（１３）、（１４）表示以非省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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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样本，分别以经济增长绝对水平、区域经济差距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而模型（１５）为相应地考

虑了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

　 　 表 ４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６） （７） （８） （９）

ＤＩＤ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３７）
０ １８１

（０ １２５）
０ １６５

（０ １９５）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０ ２２７∗∗∗

（０ ０７８）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５５）
０ ２４２

（０ １９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２９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２６

表 ５ 高铁开通对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经济差距的估计结果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ＤＩＤ
－ ０ ２３３
（０ １８８）

０ ２６９∗∗

（０ １２４）
０ １９２

（０ ２７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８８）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 ／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１９）
／ ／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５８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７７ ０ １９ ０ ０９

表 ５ 所示的模型（１０）和（１３）中，就省会城市来说，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均不具有显著的绝

对影响效应，但是对于非省会城市来说，高铁的开通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提升。
从模型（１１）和（１２）的结果可知，考察期内，对于省会城市来说，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要素流动也是省会城市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说明高铁

开通能够进一步优化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这有助于其吸引更多的优质要素，并提升其经

济发展的实力和增长速度，从而拉大经济增长的差距。 模型（１４）和（１５）所示的非省会城市结

果中，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且考虑要素流动因素后，高铁开通的

影响效应依然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无法对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之间差距产生

影响。 虽然高铁开通能够进一步优化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但是其也有可能会进一步

加快了本地区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失，而且在优质要素大规模流向省会城市的情况下，高
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之间差距的影响效应可能更小，这也使得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经济差

距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前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１）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在进行

得分倾向匹配时主要采用的是 １ ∶ ３ 抽样放回距离最近的配对原则来构建对照组的。 这里，我们进

一步采用 １ ∶ １ 的匹配原则，即按照 １ ∶ １ 抽样放回距离最近的配对来构建对照组。 基于 １ ∶ １ 匹配后

的样本，同样采用 ＤＩＤ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以此作为本文的一个稳健性检验。 （２）由于各地区

开通高铁的年份是不一致的，为了更加科学地观测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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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得分倾向匹配过程中采用的是按政策发生年份进行分年度匹配的方法，并将这些搜集到的处

理组和对照组放在一起进行双重差分。 这里，我们将基于分年度匹配后的样本，按照不同的时间

节点进行双重差分处理，并将其作为另一个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支持了以上研究结

论。 限于篇幅，我们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五、 进一步分析：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时间效应

以往研究中，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１）的估计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 ５ 年期平均经济增长的

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对 １ 年期平均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却是不显著的。 尽管该研究并未对此展开

深入探讨，但是这也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某种时间效应。 正如前

文所述，高铁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效应，本文也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具

体研究。 在检验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时间效应过程中，我们需要保证这一时间效应确实是

由高铁开通所产生，而非因为估计结果的不稳健所导致。 这里，参考陈钊、熊瑞祥（２１０５）等学者的

研究方法，我们通过设置高铁开通前第 ４ 年、第 ３ 年、第 ２ 年、第 １ 年和高铁开通后第 １ 年、第 ２ 年、
第 ３ 年和第 ４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并将其与是否开通高铁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放入模型中进行估计。
时间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模型（１６） ～ （１９）分别表示以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为样本的估计结果。

　 　 表 ６ 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差距时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开通前第 ４ 年
０ ２８９

（０ ４６６）
０ ５７５

（０ ４５０）
－ ０ ０６０
（０ ４９７）

０ ３７８
（０ ２５７）

开通前第 ３ 年
０ ２７６

（０ １６９）
－ ０ ５２５
（０ ３４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９）

０ ２４８
（０ １８８）

开通前第 ２ 年
０ ３９８

（０ ４１６）
０ １６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４

（０ １８５）

开通前第 １ 年
－ ０ ２１８
（０ ３８９）

０ ４９８
（０ ２９８）

０ ５４１
（０ ４２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７）

开通后第 １ 年
０ １６８∗∗

（０ ０７２）
０ ２１６∗∗∗

（０ ０５６）
－ ０ ４８６
（０ ３０８）

０ ０８７
（０ １８７）

开通后第 ２ 年
０ ２１９∗∗

（０ ０８６）
０ ３１５∗∗∗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８）

开通后第 ３ 年
０ １２５∗∗∗

（０ ０３５）
０ １７０∗∗∗

（０ ０４３）
０ １５９

（０ １０４）
－ ０ ４４７
（０ ３２３）

开通后第 ４ 年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３）
０ ２９４

（０ ３３６）
－ ０ １５３
（０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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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６ 可知，在全国范围的样本中，高铁开通前的第 ４ 年、第 ３ 年、第 ２ 年和第 １ 年与是否开通

高铁的交互项系数均是不显著的，说明高铁开通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区域经济差距方面不

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在高铁开通后第 １ 年、第 ２ 年、第 ３ 年和第 ４ 年，其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但是其估计系数在当年至第 ２ 年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在第 ３ 年后，虽然该系数仍显著为正，
但是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伴随着高铁开通时间的逐渐延长，其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效应表现为先增后降的态势。 而且就当前阶段来说，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仍然表现为

一种极化效应。 分地区估计结果中，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一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

果依然是不显著的。

六、 结论与启示

以往研究在考察高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过程中，忽略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

应，更缺乏对于高铁开通背景下劳动力等要素跨区域流动现象的关注。 基于此，本文基于要素流

动的视角，重点考察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并以是否开通高铁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效应。
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考察期内，虽然开通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不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是，其
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而对区域经济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高铁开通进一步密切了

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联系，这使得中心区域能够进一步吸引落后区域的优质要素，进而可

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落后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差，伴随着高铁的开通，其生产

要素可能会进一步流失，产生“马太陷阱”，因而高铁开通拉大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其次，
在对城市异质性的分析中，发现高铁开通对省会城市的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要素流

动也是高铁开通影响省会城市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但是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经济差距的

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 最后，伴随着开通时间的不断扩大，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极化效应

呈现出从显著扩大到显著缩小的态势。
因此，从政策层面来说，要进一步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速铁路，探索多元化的

融资机制，发挥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高铁的建设。 对于落后地区或外

围区域来说，要进一步发挥高铁开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不断优化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环境，减少优质资源和要素的流失；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发达地区或中心区域的交流和

学习，不断获取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从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

发展差距。 最后，发挥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要构建一体化的高铁运输网络，虽然部

分地区暂时可能无法修建高铁，但是其可以通过完善公路、水路等客运体系，加速融入高铁运

输网络，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其与发达地区的联系，发挥高铁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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